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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设立金融法院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

方法， 研究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对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 研究

发现， 金融法院设立以后， 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减少。 机

制分析结果显示， 金融审判专业化通过更好地保障金融契约履行， 降低代理成本、 缓

解公司融资约束， 进而激励公司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金融审

判专业化改革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相对最高的制造业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 市

值较小、 市盈率较低以及营业总收入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 进一步印证了机制分

析的结论。 本文从中国法治体系的经济后果视角展开研究， 为实现更高水平法治国家

建设， 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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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高质量法治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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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治体系， 在本文中的涵义， 对应公司金融或者法与金融英文文献中的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的涵义， 不仅包括书面的、 静态的法律规则体系， 也包括立法、 执法和司法等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 到二〇三五年，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

更高水平。 在现代国家，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①那么， 中国法治体系与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是什么？ 已有文献认为， 中国的情况

不同于以往其他国家法律、 制度、 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 中国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是其法治和金融体系却并非最发达。②事实

上， 法治体系是一个系统， 其中可能有符合实践需求的组成部分， 也可能有需要改

进和完善的部分， 并且中国法治体系根据实践需求， 在多方面、 多维度持续优化完

善。 例如， 在司法方面， 为应对伴随金融和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加的金融争议解决需

求， 中国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进行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 即在北京、 上海等地设立金融专

门法院。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的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有效发挥了对不当行为的

约束功能， 促使公司减少其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③但是， 法治的功能不止于此， 除

了具有对不当行为的约束功能， 法治还应当存在激励功能， 即给予市场主体信心，
激发经济活力。 比如良好的法律环境通过保护潜在外部投资者免受公司内部代理人

侵蚀， 保障财产权和金融契约履行， 可以激励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资金， 促成新

的金融契约达成， 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规模与发达程度。④为考察在中国背

景下， 法治体系是否也存在激励功能， 本文实证部分以 ２０１８ 年上海金融法院设立和

２０２１ 年北京金融法院设立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检验金融审判专

业化改革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 并分析其发挥作用的机理， 以期为回答这一

问题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参考。
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分别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 金融法院管辖的案件是原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

事案件、 涉金融行政案件以及部分跨区域集中管辖案件。 对于金融法院做出的一审判

决或者裁定上诉的案件， 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关于地域管辖的相关规定，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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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文显：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Ａｌｌｅｎ， Ｆ. ， Ｊｕｎ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 “Ｌａ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７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５７－１１６.
Ｗａｎｇ， Ｋｅｄ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Ｗｕ，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２２９ （２０２３）， ｐｐ. １－５.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Ｒ. ， Ｆ.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Ａ.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Ｒ. Ｖｉｓｈｎｙ， “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３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１３１－１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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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管辖；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

此， 与其他地区公司相比， 住所地在上海或者北京的公司， 最有可能受到金融法院的

影响。 这为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的经济后果，

并用三重差分方法检验其影响渠道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鉴于此， 本文将注册地在上海

或者北京的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 注册地在其他地区的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对

照组， 构建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

在本文实证分析部分， 我们选择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这是因为在

一定程度上， 现金持有行为可以反映出公司对未来经营发展和盈利情况的信心、 预期

以及乐观程度。 当面临严重融资约束、 未来发展更加不确定， 或者财务风险加大时，

公司通常会出于预防动机， 增加现金持有； 反之， 则可能减少现金持有。①我们的回归

结果证明了如下结论： 第一，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以后， 与对照组公司相比， 实验组

公司显著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第二，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以后， 实验组公司的代理

成本显著下降； 与代理成本较小的公司相比， 代理成本较大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下降

更多； 与融资约束较小的公司相比， 融资约束较大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下降更多。 第

三，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最高的制造行业， 对市场竞争程

度较高、 市值较小、 市盈率较低以及营业总收入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激励效应。 这表

明， 金融审判专业化通过提高金融争议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更好地保障金融契约主体

财产权和契约履行， 从而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激励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资金， 缓解

公司融资约束， 进而激励公司降低其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拓展法与金融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尚未从

中国法治体系最新情况出发， 实证检验金融审判专业化对金融和经济是否存在激励功

能及其作用机理。 而本文以 ２０１８ 年上海金融法院和 ２０２１ 年北京金融法院设立为准自然

实验， 对此作出了实证考察， 发现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存在对公司行为的激励功能，

并验证了其影响渠道， 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研究。 第二， 丰富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影

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法律因素是公司现金持有的重要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从法官责任

制、 独立性等角度探讨司法改革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②但是这些改革的目标是

确保司法公正性， 与金融审判专业化的理念， 以及所要回应的实践需求并不相同。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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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程博、 熊婷、 殷俊明： 《司法环境改善与公司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文从金融审判专业化角度分析， 为深入理解法律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 为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建设， 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参考。 我们

采用量化分析方法， 呈现中国法治建设的经济后果， 就是为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建设，

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参考。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第三

部分是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 第六部分是结

论与启示。

二、 制度背景、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 制度背景

金融法院， 是负责审理特定类型案件的专门人民法院， 区别于按照行政区划设

立的人民法院。 目前中国已经设立的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 海事法院、 知识

产权法院， 以及金融法院等。 伴随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 金融争议解决的需求日益

增加。 例如，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 全国法院共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６００. ８ 万件，

收案量年均增长 １７. ２４％， ２０２１ 年增幅达到 ３１％； 共受理证券纠纷 １２. １７ 万件， 收

案量年均增长 ４０. ９６％。 ２０２１ 年以来， 地方债务纠纷也大幅增加。①从争议解决机制

的供给侧来看， 金融案件的数量与复杂程度上升， 对法院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提出新

的挑战； 从争议解决机制的需求侧来看， 金融争议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是国际金融

中心和金融强国的必要保障。 如何妥善解决好现实中存在的矛盾， 是中国法治体系

面临的新课题。

金融法院是中国法治体系回应上述实践需求的一项举措。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 中国陆

续设立上海金融法院、 北京金融法院以及成渝金融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是中国首家金融法院， 对于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 服务保障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４ 年， 上海金融法院已经累计受理金融案

件超过 ４. ５ 万起， 总标的额达到 １. ２６ 万亿元， 为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金融争议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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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晓勇主编： 《中国金融司法报告暨金融司法大数据报告 ２０２１》，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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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用。①北京金融法院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成立， 位于中国首都北京。 北京是国家

金融管理中心， 也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中国区总部所在地，
拥有的金融单位数量居于全国首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方案》 强调， 要高起点、 高标准设立北京金融法院。 在

人才方面， 北京金融法院首批配备的 ２５ 名法官中， 博士有 １１ 名、 硕士有 １３ 名， 平均

办案年限超过 １２ 年， ６８％的法官被评为各类专家型人才； 在审判机制与设施方面， 建

立了示范判决机制、 金融审判智库平台、 金融类案标准化审理、 金融案件繁简分流、
“午间、 夜间法庭” 等机制， 并且设有全国首家 ５Ｇ 专业化审判法庭、 证券纠纷代表人

诉讼在线平台， 可以满足金融案件诉讼参与人较多、 举证质证要求更高的庭审需要，
进而提高金融争议解决的审判效率。②③成渝金融法院成立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设在重

庆市， 同时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办公区， 对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打造高质

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意义深远。 成渝金融法院的设立时间距今较短， 数据积累较少， 因

此本文只检验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的影响。
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 即最有可能受到金融法院影响的是注册在金融法院所在地

的公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 金融法院管辖的案件

是原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 涉金融行政案件以及部分跨区域集中

管辖案件， 审级与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相同。 对金融法院一审判决和裁定上诉的案件，
由本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合同纠纷提起

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这说明， 住所地在上海市或者

北京市的公司， 最有可能受到金融法院的影响。 因此， 我们在本文实证部分， 将注册

地为上海市或者北京市的公司设定为实验组， 其他地区公司设定为对照组。

（二） 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法治体系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 涉及的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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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立六年累计受理金融案件超 ４. ５ 万起、 上海金融法院联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证券时报网，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ｃ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２９２６３１. ｈｔｍｌ。

《金城千 里、 融 贯 八 方———北 京 金 融 法 院 诞 生 记 》， 北 京 法 院 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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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家揭示法治体系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经济绩效。

诺思认为， 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是人为设计的、 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通过影响生

产与交换成本， 构造人们交换的激励， 从而影响经济绩效。 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

定因素。 法律与习俗 （ｃｕｓｔｏｍ） 和禁忌 （ ｔａｂｏｏ） 等非正式约束相比， 属于制度中的正

式约束。①法律及其实施体系不仅是静态的规则体系， 也是动态过程， 因此本文使用

“法治体系” 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 法治体系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也需要

一定的条件。 例如，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创建者之一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在 １９３５ 年即指出， 频

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经济体系自动运转功能具有缺陷的证据， 商业计划不能对抗使经

济周期更加严重的各种因素增长， 因此需要谨慎推进社会或国家计划以克服经济波动

最严重的特征， 同时要保持经济自由并增加安全性。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还认为， 美国宪法体现了

管理国家的计划， 美国的历史就是计划的历史， 有时成功， 有时不成功。②从制度经济

学家所记录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 法治体系也并非必然对金融和经济产生积极作用，

因此才需要谨慎推进。

第二， 法与金融理论。 法与金融理论开启法律与金融实证研究的先河。 针对 Ｈａｒｔ

关于证券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是其所有者享有的一种对公司投票 （股权） 或者优先受偿 （抵

押担保债权） 的权利观点， Ｌａ Ｐｏｒｔａ 等进一步指出， 外部投资者并不能够想当然地取回

投资，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客观存在， 代理人可能侵蚀外部投资者权利， 从而使得外

部投资者无法收回依据金融契约所应当取得的投资回报。③因此， 法律及其实施体系对

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就十分重要， 只有当法律及其实施体系能够有效保护外部投资者的

权利时， 外部投资者才能避免由于委托代理问题， 使得自身财产权受到不当侵蚀， 进

而提高金融契约的可信赖程度， 激励外部投资者愿意向公司继续提供外部融资。 良好

的法治体系对公司治理、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也得到了一系列经验证据

的支持。④⑤他们还认为， 总体而言， 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强， 德国和斯堪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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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 道格拉斯·Ｃ. 诺思：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杭行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美］ 斯坦利·Ｌ． 布鲁、 兰迪·Ｒ． 格兰特： 《经济思想史》， 邸晓燕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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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大陆法系居于中位， 而法国大陆法系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 遗憾的是， 在他们的

系列文献中， 尚未看到对中国内地的考察。
第三， 公司现金持有文献。 在一定程度上， 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可以反映公司的信

心、 预期和乐观程度， 而公司对未来经营发展和盈利情况的信心、 预期和乐观程度是

经济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法治体系既有可能促使公司提高现金持有水平， 也有可

能促使公司降低现金持有水平。 一方面， 当法治体系对外部投资者的财产权保护较

弱或者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 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外部融资的意愿就会降低， 公

司的融资约束以及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增加， 从而可能会基于预防动机， 增加现

金持有。①②另一方面， 当法治体系对外部投资者财产权的保护较强时， 外部投资者提

供资金的意愿增强， 公司可能会由于融资约束得到缓解， 而主动减少现金持有。③具

体到司法领域， 当公司因商业纠纷而涉及诉讼时， 现金持有水平一般会增加， 其中

的原因是银行和商业信用受损， 导致融资约束变大， 基于预防动机提高现金持有水

平。④但是加强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司法改革， 通常会经由融资约束缓解渠道， 促使公

司降低现金持有水平。⑤

以上文献探讨了法治体系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以及各国法治体系对金融

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但是尚未充分考察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情况。 Ｗａｎｇ 和 Ｗｕ 将上

海金融法院作为解释变量， 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对诉讼风险较高的公

司信息披露违规等不当行为的影响。⑥但是， 法治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约束市场主体的

不当行为， 还有可能通过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发挥激励市场主体活力的功能。 目前，
尚没有文献探讨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是否存在对公司行为的激励功能， 因此本文

以金融法院设立为准自然实验， 检验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对中国 Ａ 股公司现金持

有行为的影响， 并揭示其中的影响机理， 以期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 考察法治体系与

的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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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假说

法治体系可能影响金融和经济发展，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交

易。①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 一切契约都有可能产生委托代理成本， 而法治体系可

以通过保障金融契约的履行， 降低代理成本， 促进达成新的交易， 进而影响金融和经

济发展。 契约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现有文献也译为 “合同” 或者 “合约”， 公司由一系列契约

关系组成，②其中就包括金融契约。 金融契约， 是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达成的、 以资金

要素为交易标的的契约。 在法与金融文献中， 依据获取收益的形式不同， 投资者又分

为股东和债权人。③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 按照持股比例获取收益； 债权人向公司提供

资金， 按照利率获取收益。 借助金融契约， 当公司发现商业机会， 但是没有足够的自

有资金投入时， 便可以使用投资者的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中， 从而得以及时把握商机，
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 同时， 公司需要依照在金融契约中所达成的约定， 诚实守信地

向投资者支付因其转让资金的使用权而应当取得的回报。 在理想状态下， 作为融资者

的公司和作为投资者的金融消费者， 通过自愿签署和履行金融契约， 使得社会闲置资

金要素得到有效配置， 从而促使社会财富增加。 但是在履行金融契约的过程中， 除了

公司经营所要面临的产品或者服务决策失误等市场风险， 还有一种常与契约关系相伴

的风险， 有可能导致投资和经营行为失败。 这就是因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而存在的

委托代理问题， 及其所产生的代理成本。 代理问题存在于一切合作努力的场合，④金融

契约自然也不例外。 这既可能导致外部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产生金融纠纷， 也可能降

低外部投资者再次提供融资的意愿。 如果金融纠纷不能被高效恰当的解决， 可能对金

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例如， 世界银行在 ２０２４ 年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ａｄｙ 报告中指出，
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 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商业纠纷不可避免会发生， 当这些争

议无法被适当解决， 就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 例如创业活动和投资的减少，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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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金融强国的实现路径与建设重点》，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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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波动。①②法治体系可以改变人们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构造人们行为的激励。
在金融契约中， 法治体系通过保护外部资金提供者的财产权免受内部人侵蚀， 从而

鼓励外部投资者向融资者提供外部资金。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指出， 法治体系可以规

定契约的类型、 提供履行契约的保障， 以及裁决契约的争议， 设定或改变契约主体

的权利义务， 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以致影响契约的可行性和可信度。③因此， 法治体

系对于保障金融契约的履行具有重要价值。 法与金融理论的先驱 Ｌａ Ｐｏｒｔａ 等， 在 ２０
世纪末和 ２１ 世纪初对世界各国法律及其实施体系的金融和经济后果所作出的实证考

察工作， 成为世界银行在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期间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的理论源泉。④

然而， 法治体系会产生何种经济后果， 却不可一概而论。 因为法治体系不仅包括

众多法律规则， 也包括较长链条的法律实施过程， 并且常常根据实践需求动态变化，
所以需要对具体制度进行具体分析， 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例如， Ａｌｌｅｎ 等对

中国法律、 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提出，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国家法律、
制度、 金融和经济增长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 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

一， 但是其法律和金融体系却并非最发达，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存在的替代性

金融渠道和治理机制发挥了作用， 例如以声誉和关系为基础的机制。⑤可以看出， Ａｌｌｅｎ
等强调了声誉和关系等非正式机制的作用， 而并不认为中国的法治体系对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贡献。 卢峰和姚洋 ２００４ 年的计量研究也发现， 中国各省法院经济案件结案率的

提高， 反而使得私人投资的比重下降，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其中的原因是

阻碍了金融资源从无效的经济部门流向有效率的经济部门， 所以法律仅仅是整个制度

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为了使法律体系有效运作， 完善配套制度是必要的。⑥此外， 若

市场主体真实地卷入司法程序， 还可能由于信用受损导致融资约束增加， 从而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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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ａｄｙ”， ２０２４.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Ｇ. ， Ｓ. Ｌａｎａｕ， ａｎｄ Ｓ. Ｐｏｍｐｅ，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Ａ Ｋｅｙ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 ＷＰ ／ １４ ／ ３２， ２０１４.
Ｊｅｎｓｅｎ， Ｍ. ， ａｎｄ Ｗ.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１９７６）， ｐｐ. ３０５－３６０.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Ｓ. ， “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ｏｗ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４７－２４８.
Ａｌｌｅｎ， Ｆ. ， Ｊｕｎ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ｉｊｕｎ Ｑｉａｎ， “Ｌａ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７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５７－１１６.
卢峰、 姚洋：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经营行为变得更加保守。①如此看来， 我们无法直接得出法治体系是否存在激励功能

的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

效应， 有三种可能性： 其一，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提高了金融争议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使得金融契约主体， 特别是外部投资者的财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 增加了金融契约的

可信赖程度， 进而激励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更多外部资金， 促使公司的融资约束得

到缓解， 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得以增强， 因此经营行为变得更加积极乐观， 主动减少

现金持有； 其二，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提高了金融争议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外部投资

者的财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 但是短期来看， 作为融资方的公司如果涉诉， 受到损失

的可能性和程度加大， 因此银行或者商业信用受到不利影响， 融资约束反而增加， 公

司基于预防动机增加现金持有； 其三， 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没有

起到显著作用。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项竞争性假说， 并将在本文实证部分做出检验。
Ｈ１ａ：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 受到金融法院设立影响的公司， 现金持有水平显著

下降。
Ｈ１ｂ：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 受到金融法院设立影响的公司， 现金持有水平显著

上升。
Ｈ１ｃ：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 金融法院设立没有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论框架图

９５

① 王彦超、 王语嫣： 《债权人诉讼是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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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将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考虑到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

分别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因此样本期间设定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在回归之

前， 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 （１） 考虑到金融行业财务报表的特殊性， 删除金融行业

样本； （２） 为避免异常值影响， 剔除 ＳＴ 公司样本； （３） 剔除缺失样本， 最终得到 ３３ ３５１
个观测值； （４） 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对连续变量进行 １％和 ９９％水平的缩尾处理。 本文

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二） 核心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Ｃａｓｈ）， 借鉴已有文献，①定义为货币资金占

非货币资产总额的比重。 在稳健性分析中， 采用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替代性

衡量指标 Ｃａｓｈ２。
２. 解释变量： 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 （Ｆｃｏｕｒｔ）， 定义为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或

者北京市， 在金融法院设立以后的年份，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因素， 借鉴已有文

献，②③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个股流通市值 （Ｍｖａｌｕｅ）、 资本结构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偿债能力

（ＮＥＴＷＣ）、 资本支出比率 （Ｃａｐｅｘｐ）、 派息比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营业总收入 （Ｔｉｎｃｏｍｅ）、 客

户销售额 （Ｓａｌｅｓ）、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营运资金 （Ｗｏｒｋｃａｐｉｔａｌ）、 两职合一 （Ｄｕａｌ）、 现

金流量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产权性质 （ＳＯＥ）、 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Ｂｉｇ４）、
上市时间 （Ｌｉｓｔｄａｔｅ）、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Ｆｉｒｓｔ） 等相关控

制变量， 主要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如表 １ 所示。 此外， 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年度固定

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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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程博、 熊婷、 殷俊明： 《司法环境改善与公司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测度方法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Ｃａｓｈ 公司现金持有 货币资金 ／ （总资产－货币资金）

Ｆｃｏｕｒｔ
金融审判专业

化司法改革

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或者北京市， 在设立金融法院以后的年份取

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Ｍｖａｌｕｅ 个股流通市值 年个股流通市值 ／所有者权益合计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资本结构 总负债 ／ （总资产－货币资金）

ＮＥＴＷＣ 偿债能力 （流动资产－货币资金－流动负债） ／ （总资产－货币资金）

Ｃａｐｅｘｐ 资本支出比率
资本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其中资本支出＝购建固

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派息比 公司派发的税后每股股利

Ｔｉｎｃｏｍｅ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Ｓａｌｅｓ 客户销售额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

Ｗｏｒｋｃａｐｉｔａｌ 营运资金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Ｄｕａｌ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ＭＣＲ 代理成本 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ＳＡ 融资约束 －０. ７３７× （资产规模） ＋０. ０４３× （资产规模） ２－０. ０４０×年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行业分组变量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中 Ｃ 类制

造业取值为 ２， Ｉ 类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取值为 １，

其他行业取值为 ０

ＨＨＩ 市场竞争度 客户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

ＰＥ 市盈率 今日收盘价当期值 ／ （净利润本年年报值 ／ 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

（三） 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列发生的特征， 形成多

期错层的准自然实验， 由此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检验金融法院设立对实验组上

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Ｃａｓｈ ｉ，ｔ ＝α＋βＦｃｏｕｒｔｉ，ｔ＋γＸ 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Ｃａｓｈ 是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公司和时间； 解释变

量 Ｆｃｏｕｒｔ 表示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 定义为公司注册地在上海或者北京， 并且在

上海金融法院或者北京金融法院设立以后的年份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Ｘ 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 μ 为个体固定效应； λ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主要关注 Ｆｃｏｕｒ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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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 β， 该系数衡量金融法院设立对实验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统计标准误在

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四）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①。 从中可以看出， 被解释变量 Ｃａｓｈ 的均

值为 ０. ２９２， 中位数为 ０. １８０， 标准差为 ０. ５０７， 最小值为 ０， 最大值为 ４４. ２０４， 表明 Ａ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与已有文献的发现基本一致。②③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Ｃａｓｈ ３３ ３５１ ０. ２９２ ０. ５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０ ４４. ２０４

Ｆｃｏｕｒｔ ４７ ６６４ ０. ０６９ ０. ２５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Ｍｖａｌｕｅ ３３ ３５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５ －０. ７８５ ０. ００２ ４. １１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３３ ３５１ ０. ５２０ １. ２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４８８ ２０６. ９７１

ＮＥＴＷＣ ３３ ３５１ ０. ０７３ １. ０２６ －１７１. ６３０ ０. ０８６ ０. ９４８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２４ ０２３ ０. ２４３ ０. ５２６ ０. ００１ ０. １３０ ３０. ８７６

Ｔｉｎｃｏｍｅ ３３ ３４５ ２１. ４８９ １. ５３８ １０. １７０ ２１. ３３９ ２８. ８３０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３３ ３５１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８ －１. ６８６ ０. ０４８ ２. ２２２

ＳＯＥ ３２ ４７０ ０. ３０６ ０. ４６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Ｂｉｇ４ ３３ ３１０ １. ９３９ ０. ２４０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Ｌｉｓｔｄａｔｅ ３３ ４９７ ２. ０３２ ０. ９８４ ０. ０００ ２. １９７ ３. ５２６

ＲＯＥ ３３ １６８ ０. ００５ ２. ６３２ －２０７. ３９７ ０. ０６７ ２８１. ９８９

Ｆｉｒｓｔ ３３ ３０２ ３３. １１６ １４. ７６２ ０. ２８６ ３０. ６８９ ８９. ９９１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检验本文假说的基准回归结果， 即金融法院设立对实验组 Ａ 股上市公

２６

①

②
③

表 ２ 报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尚未进行缩尾处理， 以便呈现原始数据状态。 在回归时， 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程博、 熊婷、 殷俊明： 《司法环境改善与公司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第 １ 列未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公司个体特征， 只控制年度固定

效应， 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ｃｏｕｒｔ 的系

数估计值在 ５％水平上显著减少 ３. １％； 第 ２ 列在进一步控制公司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

征以后，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ｃｏｕｒｔ 的系数估计值在 ５％水平上显著减少 ３. ９％。 表 ３ 的基准

回归结果表明：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 受到金融法院设立影响的公司， 现金持有水平显

著下降，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１ａ。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Ｃａｓｈ

（２）

Ｃａｓｈ

Ｆｃｏｕｒｔ
－０. ０３１∗∗

（－２. ２０）

－０. ０３９∗∗

（－２. １０）

Ｍｖａｌｕｅ
－９. ４１２∗∗∗

（－３. ７５）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５０５∗∗∗

（１０. ２９）

ＮＥＴＷＣ
－０. ５３３∗∗∗

（－９. ４４）

Ｃａｐｅｘｐ
－０. ００３∗∗∗

（－６. ２０）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１６５∗∗∗

（７. ７４）

Ｔ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９８∗∗∗

（－６. ７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０∗∗∗

（－２. ６２）

Ｓａｌｅｓ
０. ０００

（１. ５９）

Ｗｏｒｋ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Ｄｕａｌ
－０. ００８

（－１. １９）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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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１）

Ｃａｓｈ

（２）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０. ３５２∗∗∗

（８. ９５）

ＳＯＥ
０. ０１６

（０. ５８）

Ｂｉｇ４
－０. ０１５

（－０. ７６）

Ｌｉｓｔｄａｔｅ
－０. ２０４∗∗∗

（－１７. ６６）

ＲＯＥ
－０. ０６５

（－１. ６３）

Ｆｉｒｓｔ
－０. ００２∗∗∗

（－２. ６８）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３ ０３５ ２１ ７１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１０ ０. ６８７

　 　 注： 括号内为经公司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因果关系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在本文的

研究场景中， 也即在金融法院设立以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现金持有分布的变化趋势不

存在系统性差异。 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 我们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进行

考察， 以样本期间的初始年份 ２０１５ 年作为参照标准。①图 ２ 显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 金融法院设立当年 （ｃｕｒｒｅｎｔ） 及以前的年份 （ｐｒｅ１－ｐｒｅ５）， 回归结果均不显

著， 表明在金融法院设立以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现金持有分布具有一致的发展趋势，
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金融法院设立后， 实验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 与对照组相比

４６

① 吕越、 陆毅、 吴嵩博、 王勇： 《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中国企业绿

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显著减少。 这表明， 本文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 我们随机

设定实验组重新进行估计， 将此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 并绘制出估计系数密度分布图。 基

于此虚假实验组得到的估计系数密度分布情况， 判断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从

而验证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是否显著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 若随机设定的虚假实验

组估计系数分布在 ０ 附近， 说明随机设定的实验组没有显著效应， 即本文的基准回归

结果没有遗漏其他重要变量。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虚假估计系数集中分布于 ０ 附近， 验

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借鉴已有文献采用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度量公

司现金持有水平。①表 ４ 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后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３ 基准回

归结果保持一致， 即金融法院设立以后， 实验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减少， 验证

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５６

①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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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４. 改变 ＤＩＤ 模型

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 将样本期间设定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 将首家金融法院设

立地区上海市的公司作为实验组， 解释变量定义为若样本公司位于上海市， 并且年份

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①这样同时排除了 ２０２２ 年成渝金融法院设立可

能产生的任何影响。 重新对模型 （１） 进行回归检验。 表 ５ 报告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Ｆｃｏｕｒｔ２ 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下降 ２. ８％。 这表明， 相较于对照组公司， 实验组公司

的现金持有水平在金融法院设立以后， 显著下降。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的假说 Ｈ１ａ
一致。

（三） 机制分析

接下来我们讨论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机制。 根据

已有文献， 司法环境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作用于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 其一是代理成本

渠道。 司法环境改善可以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进而降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其二是融

６６

① 程博、 熊婷、 殷俊明： 《司法环境改善与公司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资约束渠道。 司法环境改善通过缓解公司融资约束， 进而降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①②基

于此， 本文采用三重差分方法， 分别验证代理成本渠道， 以及融资约束渠道对于金融

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是否成立。
表 ４ 改变现金持有衡量指标检验结果

（１）

Ｃａｓｈ２

（２）

Ｃａｓｈ２

Ｆｃｏｕｒｔ
－０. ０１０∗∗

（－２. ３６）

－０. ００９∗

（－１. ７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３ ０３５ ２１ ７１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２１ ０. ７４５

　 　 表 ５ 改变 ＤＩＤ 模型设计检验结果

（１）

Ｃａｓｈ

Ｆｃｏｕｒｔ２
－０. ０２８∗

（－１. ７８）

控制变量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Ｎ １４ ９７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８８

　 　 第一， 代理成本渠道。 现有研究指出， 管理费用率越高， 说明企业管理性费用所

占比重越大， 代理成本越高， 因此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变量 ＭＣＲ。 按照

均值分组， 将管理费用率较大组的公司， 取值为 １， 较小组的公司， 取值为 ０。③我们首

７６

①
②

③

程博、 熊婷、 殷俊明： 《司法环境改善与公司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钱雪松、 代禹斌、 陈琳琳、 方胜：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 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 〈物权

法〉 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潘文富、 张孝方： 《企业数字化、 管理费用率与投资效率》， 《技术经济》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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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代理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 观察金融法院设立以后， 实验组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

情况。 表 ６ 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金融法院设立以后， 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公

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降低。 表 ６ 第 （２） 列报告了加入代理成本变量的三重差分检验结

果， 可以看出， 与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相比， 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下

降更多， 表明代理成本渠道得到验证。
第二， 融资约束渠道。 融资约束的测量指标 ＳＡ 变量采用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 提出的

ＳＡ 指数，① ＳＡ 指数的绝对值越大， 说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 本文将 ＳＡ 指数绝对

值较大的样本公司取值为 １， 绝对值较小的公司取值为 ０。 表 ６ 第 （３） 列报告了加入

融资约束变量的三重差分回归结果， 与融资约束较小的实验组公司相比， 融资约束较

大的实验组公司， 在金融法院设立后， 现金持有水平下降更多， 表明融资约束渠道获

得验证。
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ＭＣＲ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Ｆｃｏｕｒｔ
－０. ００５∗∗

（－２. ２６）

－０. ０１４

（－０. ７７）

－０. ００２

（－０. １６）

Ｆｃｏｕｒｔ×ＭＣＲ
－０. ０５８∗

（－１. ９０）

Ｆｃｏｕｒｔ×ＳＡ
－０. １０８∗

（－１. ７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２１ ７１０ ２１ ７１０ １４ ０７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７５３ ０. ６８７ ０. ６７６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以金融法院设立为代表的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 通

过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缓解公司融资约束， 激励公司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８６

① Ｈａｄｌｏｃｋ， Ｃ. ， ａｎｄ Ｊ. Ｐｉｅｒｃｅ，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ＫＺ”，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５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９０９－１９４０.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行业与市场竞争程度异质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融资约束是金融审判专业化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发生作用

的重要渠道。 那么， 行业周期与市场竞争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不

尽相同， 从而使金融审判专业化对公司的影响也有所差异。 接下来， 本文对不同行业，

以及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 检验金融法院设立对不同类型公司

影响的差异。

第一， 行业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基础上， 将行业进一步划分为制造业、 信息技术行业以及

其他行业三大类， 并对三大类行业的样本公司分别回归。 表 ７ 报告了异质性分析结果。

第 （１） — （３） 列的结果显示， 金融法院设立后， 制造业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 ９％； 信息技术行业样本公司降低 １. １％， 但是不显著； 其他行业

样本公司降低 １. ５％， 但是不显著。 这表明金融审判专业化对制造业公司具有显著效

应， 对信息技术行业和其他行业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比三大类行业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发现， 制造业公司的研发费用率均值相对最高。 这表明， 具有更高研

发需求的公司， 更加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推动公司质量的

提高。

第二， 市场竞争程度异质性分析。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 按

照中位数将样本公司划分为高竞争程度与低竞争程度两类， 分别进行回归。 表 ７ 第

（４） — （５） 列结果显示， 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公司， 现金持有水平在 １０％水平上显

著降低 ４％； 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没有显著效应。 这表明， 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越

需要良好的法治体系， 越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二） 公司特征异质性分析

从融资约束影响渠道来看， 市值、 市盈率以及营业收入等公司自身特征， 也可能

使结果出现差异。 因此本文按照均值， 对市值、 市盈率以及营业总收入不同的公司进

行分组， 再分别对较高组和较低组回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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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行业与市场竞争程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制造业 信息技术行业 其他行业 市场竞争度高 市场竞争度低

Ｆｃｏｕｒｔ
－０. ０９０∗∗∗

（－２. ８８）

０. ０１１

（０. 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７６）

－０. ０４０∗

（－１. ７７）

－０. ０２７

（－１. 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５ １３９ １ ６２８ ４ ９４３ ７ ９９４ １３ ０２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７８ ０. ７４０ ０. ６６７ ０. ７１６ ０. ７１６

　 　 表 ８ 报告了公司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第 （１） — （２） 列显示， 金融法院设立后，

市值较小的样本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在 ５％水平上显著降低 ５. ９％， 市值较大的样本公司

仅降低 １. ２％， 并且不显著， 表明金融审判专业化对市值较小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 对

市值较大公司没有显著影响。 第 （３） — （４） 列显示， 市盈率较低的样本公司在 ５％

水平上显著降低 ３. ４％， 市盈率较高的样本公司降低 １. ３％， 但是不显著， 表明金融审

判专业化对市盈率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 对市盈率较高的公司没有显著影响。 第

（５） — （６） 列显示， 营业总收入较低的样本公司， 现金持有水平在 ５％水平上显著降

低 ５. ７％， 营业总收入较高的样本公司降低 １. ３％， 但是不显著， 说明金融审判专业化

对营业总收入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 对营业总收入较高的公司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８ 公司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Ｃａｓｈ

市值小 市值大 市盈率低 市盈率高 营业总收入低 营业总收入高

Ｆｃｏｕｒｔ
－０. ０５９∗∗

（－２. ４５）

－０. ０１２

（－０. ７７）

－０. ０３４∗∗

（－２. 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２７）

－０.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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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 金融审判专业化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主要

集中于市值小、 市盈率低以及营业总收入较低的公司， 与先前所验证的融资约束影响

渠道逻辑一致。 从表 ８ 报告的不同组公司样本数量的分布， 还可以看出， 金融审判专

业化对大多数 Ａ 股上市公司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设立金融法院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

实证检验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 对 Ａ 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 回归

结果显示， 金融法院成立后， 实验组公司显著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影响机制分析表

明， 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 使金融契约主体的财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 从而降低

了公司代理成本， 激励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外部融资， 使公司融资约束得到缓解，

进而激励公司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异质性分析发现， 金融法院设立对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相对最高的制造业具有显著效应， 但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其他行

业没有显著效应； 对市场竞争程度较高、 市值较小、 市盈率较低以及营业总收入较低

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 但是对市场竞争程度较低、 市值较大、 市盈率较高以及营业总

收入较高的公司没有显著效应。 异质性回归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影响机制分析的结论。

以上结论表明， 中国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存在对金融契约主体的激励功能，

其影响机理在于： 金融审判专业化通过提高金融争议解决的质量和效率， 更好地保障

金融契约的履行， 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从而激励外部投资者向公司提供外部资金， 缓

解公司融资约束， 进而激励公司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 参考亚当·斯密关于分工提高效率的观点，①进一步推动司法专业化改革。 为应

对案件数量和复杂程度日益上升与金融强国建设对于高质效金融争议解决需求之间的

现实矛盾， 探索如何更好地借助新技术手段， 广泛吸纳跨学科人才， 在化解矛盾的同

时， 助力中国金融和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二， 依托高质量法治建设， 促进公司高质量

发展。 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 研发需求较高、 市场竞争程度较高， 以及资金相对不充

裕的公司对金融法院设立具有显著效应， 这说明， 更重视研发的高质量公司、 高竞争

公司以及资金不充裕的公司， 在法治环境改善时， 展现出更强的经济活力。 因此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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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体系、 融资约束与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基于金融法院的准自然实验

现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 需要关注法治体系在助力公司提升质量方面的积极

贡献。 第三，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发挥法治体系的激励功能。 从金融契

约的视角看， 法治体系可以通过改变行为的成本与收益， 保障契约主体的财产权， 从

而鼓励交易各方诚实守信， 降低契约履行过程中的代理成本， 增加契约可信赖程度，

激励市场主体继续达成新的交易， 最终激发经济活力， 实现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

的良好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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